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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移动互联网微传播的双重召唤结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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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微博、 微信等微传播方式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一种互联网社会化新媒体融合传播形态。 自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以来至 ２０１５ 年， 以微博、 微信为主体的中国互联网社会化新媒体微传播已经走过了十余年不

同寻常的发展历程。 在以 ３Ｇ ／ ４Ｇ 为基础的移动互联网传播阶段， 作为中国新媒体传播发展史的主流形态，
微博、 微信等社会化微传播形态可以说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新媒体传播样本。 文章以新浪微博为研究对

象， 从传播学角度对微博传播所具有的双重召唤结构、 偏向叠加效应等特征进行了分析， 进而认为微博所

引发的微内容、 微传播、 微偏向、 微结构、 微媒体等融合传播现象为新媒体传播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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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２０１５ 年， 由微博、 微信、 新闻客户端所构成的 “两微一端” 的移动互联网传播格局已成为新媒体

传播的主流形态。 微博的传播源头是博客， 微信的传播源头是短信， 新闻客户端的传播源头是门户网站。
“两微一端” 新媒体传播格局的形成为新媒体传播确立了新的方向和新的尺度。 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
“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 （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 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入一种新的尺度。” ［１］可见， 不

管是大数据、 云计算， 还是物联网， 都将为人类交往世界提供新的尺度。 而微博作为一种新媒体传播

形态， 自诞生以来， 影响日益广泛。 虽然后起的微信的发展对微博的传播力、 影响力有所影响， 但是

微博传播的开放性、 公共性、 社会化等传播特征仍应得到充分的重视。 沿着麦克卢汉论述的逻辑， 微

博、 微信等微传播方式为当前的新媒体传播提供了一种新的尺度。 这种传播尺度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

以双重召唤结构和偏向叠加效应为主要构成的微传播特征。

一、 微内容： 推动移动互联网社会化微传播的兴起

自 ２００４ 年以来在关于长尾理论 （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Ｔａｉｌ） 的探讨中， 微内容逐渐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 克里

斯·安德森认为： 在互联网领域所传播的内容的特点就是 “更短、 更快、 更小” ［２］ ， 他认为这是传播资

源从匮乏转向丰饶之后的一个重要变化。 “当我们转向宽带视频， 摆脱固定化的节目安排， 节目平均时

长就会缩短。 突然之间， 最重要的成了消费者的意愿， 不再是传播渠道的意愿。” ［２］（１８３） 从这个意义上来

看， 从前那些 ３０ 分钟的节目在互联网传播过程中逐渐让位于那些 ３ 分钟或 ３０ 秒的传播内容。 在移动互

联网信息传播过程中， 微内容意义得到进一步凸显， 对于微内容的聚合、 管理、 分享和迁移， 构成了

微内容传播的主体。 而真正将微内容传播推向新的阶段的则是微博这种新媒体形态。 微博以及微信朋

友圈的内容均属于由文字、 图片和小视频构成的微内容。 有观点认为这些微内容的篇幅和一条手机短

信的篇幅有关， 可见微传播的传播特征主要和移动互联网传播阶段的传播载体———移动智能终端的传

播特性密切相关， 其用意就在于鼓励用户以通过手机等移动智能终端用简洁、 快捷的方式进行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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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 笔者认为， 微博的本质属性是博客， 微信的本质属性是短信， 因此微信业务对于传统电信运营

商的电信业务具有极强的替代性。 在微博时代， 独处和共处、 隐私和公开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 不过

这种公共性讨论和私人性公开的热潮在微信传播语境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调整。

二、 微传播： 使移动互联社会化传播成为传播新主流

从微博的使用方式来看， 通过手机上网发布信息、 进行交流的比例很高。 而通过 ｉＰａｄ 等移动智能

终端来进行微博发布也已经成为一种信息传播的常态。 对于微信而言， 其诞生之初就是一种绑定移动

智能终端的社会化应用方式。 虽然也有网页版对其传播方式加以平衡， 但其主流的传播方式是依托移

动互联网传播终端而非固定互联网传播终端。 另外， 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和移动智能终端的普及也从很

大程度上促进了微传播的发展。
微博、 微信等微传播形态为人们随时随地传递信息并进行互动的虚拟交往提供前所未有的便利条

件。 微博内容和微信朋友圈的信息推送机制是一个将信息的接受者置于动态化、 开放式信息环境之中

的一项重要措施。 当然微传播信息环境的建构， 是根据微传播用户所选择的关注对象为主体构成的，
但是在信息传播过程中， 在所选择关注对象之外的内容会随着社会交往关系网络而不断涌现， 这种开

放式的传播情境对于推动微传播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种对于所订阅信息的即时推送， 所形成

的结果是大大提高了信息主体对于信息的接受速度和传播效率。 在海量信息的移动互联网传播环境中，
信息接受和传播的主体一方面通过搜索引擎来获取信息， 但是这其中却还需要经过一个检索关键词和

打开链接的过程。 但是微传播中的信息即时推动功能使得信息传递效率得以提升。 也就是说微传播过

程中， 进一步凸现了信息主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进一步扩大了信息主体的传播自由。 从

这个意义上来看， 微传播的确为新媒体传播带来了新的变化， 确立了新的尺度。 微传播是一种涵盖固

定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融合传播方式。 在 ３Ｇ ／ ４Ｇ 技术的广泛应用中， 微传播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移

动传播形态。 在固定和移动传播环境中， ３Ｇ ／ ４Ｇ 移动智能终端为信息主体更为便捷地接受和传播信息

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而微传播的日益普及， 也带动了移动智能终端的发展。 在这个新媒体产业链

条之中， 微传播的移动化环境越来越优越， 这一点势必将进一步推动微传播的迅猛发展。 此外， 笔者

还认为， 微传播的诞生和发展则进一步用新媒体传播的方式诠释了互联网精神， 诠释了自由开放的人

文精神， 诠释了信息传播世界人对于自由交往的向往和欲求。

三、 微结构： 双重召唤结构推动新媒体融合传播的发展

德国接受美学家沃夫尔冈·伊瑟尔 （Ｗｏｌｆａｎｇ Ｉｓｅｒ， １９２６ － ２００７） 和汉斯·罗伯特·姚斯 （ Ｈａｎｓ
Ｒｏｂｅｒｔ Ｊａｕｓｓ， １９２０－１９９７）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对读者和文本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姚斯提出了期待视

野 （Ｈｏｒｉｚ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以梳理读者－反应的关系。 他认为在任何阅读活动之前， 读者的全部经验已

经使其具有一定的 “前理解” （ ｐｒ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从而形成其特定的 “期待视野”。 伽达默尔则从

“视野融合” （ 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ｒｉｚｏｎｓ） 角度论及 “期待视野” 的问题， 认为不同的 “期待视野” 并不是各自

封闭的， 而是不断形成、 相互融合的。 而伊瑟尔于 １９７０ 年提出的召唤结构 （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ｉｎｖｉｔ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理论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该理论最初被用于对文学文本的分析。 朱立元认为： 在伊瑟尔看来， 文学

文本中……所有这些空白、 空缺、 否定因素组成了文学文本的否定性结构， 成为激发、 诱导读者进行

创造性填补和想象性连接的基本驱动力， 这就是文学文本的 “召唤结构”。［３］

从召唤结构理论出发， 笔者认为微传播在形式和内容上具备双重的召唤结构。 首先， 微传播在传播

形式上具有极强的召唤性。 微博和微信朋友圈内容发布的空白框， 其实就是一种具有召唤结构的传播

框架， 微传播主体可以向这个具有无限空白感的发布框填充各种微内容。 其次， 微传播在内容上具有

极强的召唤性。 这些微传播的社会化微内容， 具有人生旅途的新鲜感和不确定性， 具有非专业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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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性和人情味， 从而使得微传播领域成为一个非常活跃的新媒体传播领域。 美国政治理论家汉娜·
阿伦特认为： 相应于复数性 （ｐｌｕｒａｌｉｔｙ） 的人之境况， 即不是单个的人， 而是人们， 生活在地球上和栖

息于世界。 ……因此在罗马人 （也许是我们已知的最富有政治性的民族） 的语言中， “活着” 和 “在

人们中间” （ ｉｎｔｅｒ ｈｏｍｉｎｅｓｓ ｅｓｓｅ） 是同义词。［４］在这里， 阿伦特所强调的是人类交往对于社会的重要性。
在前移动互联网时代， 作为个人的传播主体没有更为便捷的传播方式来进行社会化传播。 在移动互联

网时代， 随着微传播的兴起， 作为个人的传播主体获得了能够用来进行社会化微传播的高效传播工具。
微传播这种传播形式和传播内容两个层面所具有的召唤结构， 成为将其推向新媒体传播主流形态的主

要动力来源。

四、 微偏向： 内容偏向和关系偏向的叠加成为新媒体传播新常态

哈罗德·伊尼斯认为， 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偏向， 大体上分为： 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

向、 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５］笔者认为， 在微博传播过程中， 如果从内容和关系两个维度来分析，
则可发现在这两个方面， 微博均具有相应的偏向， 即同时具有内容偏向和关系偏向， 不仅如此， 这两

种偏向还呈现出叠加的效应。 所谓的微博传播的偏向叠加效应， 是指微博以内容偏向为主体， 同时叠

加了关系偏向， 从而在传播过程中获得了一种基于新媒体传播内容偏向和关系偏向的复合偏向结构，
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新媒体传播效应。 而微信传播的偏向叠加效应， 则是指微信以关系偏向为主体，
同时叠加了内容偏向， 从而在传播过程中也获得了一种基于新媒体传播关系偏向和内容偏向的复合偏

向结构， 并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微博的新媒体传播效应。
斯蒂文·小约翰认为： 关系为人际传播的核心。［６］ 汉娜·阿伦特认为： 严格来说， 人类事务的领域

由人际关系网组成， 整个网络存在于任何人们一起生活的地方。 言与行一起发动了一个新的过程， 这

个过程最终浮现为某个新来者独一无二的生活故事， 并独一无二地影响到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的生活

故事。 ……这个业已存在的人类关系之网包含着无数相互冲突的意志和愿望。［４］（１４４） 从阿伦特的观点来

看， 是关系决定了内容， 关系影响了内容。 而所谓的微信传播中， 关系是凝聚传播过程的基本要素。
而在微博传播过程中， 虽然关系并不是最为重要的传播要素， 但是在微博传播过程中， 关系的作用依

旧非常重要。 沃茨劳维柯、 比文和杰克逊所阐述的关于传播的五项基本原则之中， 曾谈论传播中的关

系和内容的关联性。 “任一谈话无论多么简短， 都包含两种信息———内容信息和关系信息。 交流中的双

方都在向对方传递信息， 同时在一较高层次上对信息作出评价。 这种通常以非语言形式同时进行的关

系交谈， 成为 ‘元信息传播’。” ［６］（４５３）可见， 在微博传播过程中， 所形成的传播内容和传播关系其实是

难以清晰割裂的。 因此在微博传播过程中， 最为重要的元素是在 １４０ 个字以内的微传播内容， 这些微内

容是构成微关系的基础。 传播学理论认为： “信息是所有发展中的关系的核心部分。 我们寻索有关他人

的信息， 同时也提供关于自己的信息。 因此， 关系传播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关于个人信息的交

换。” ［６］（４６１）但是这种微传播内容本身又不是孤立存在的， 而是包含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微传播关系之中。
微内容的传播为微关系的构建提供了可能性， 而微关系的存在又为微内容传播带来关系偏向的传播特

征。 另外他们还谈及关于相互作用中的讯息配对与讯息捕捉问题， 认为交流者回应的方式可能相同也

可能不相同。 交流双方行为相似差异降至最小时形成的关系称为 “对称式” 关系， 而双方反应的差异

达到最大时形成的关系称为 “互补式” 关系。［６］（４５６） 而这些所谓对称式关系和互补式关系在微博传播过

程中也都同时存在。 比如， 两个传播学学者在微博上关于某一传播学现象的相互探讨所构成的传播关

系即是对称式的， 而明星和粉丝之间的传播关系则是典型的互补式关系。
微博平台信息的公开化、 社会化传播进一步强化了微博内容偏向和关系偏向的叠加结构。 从内容

偏向层面来看， 在突发事件和热点事件的传播过程中， 微博传播的独特性仍很鲜明， 且难以替代。 而

微博传播的内容偏向和内容偏向叠加结构所形成的影响力也反映在舆论和社会结构等方面。 相对于微

博而言， 微信传播呈现出建构在关系偏向基础上的内容偏向叠加。 虽然微信传播的关系偏向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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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内容偏向也依旧存在。 也就是说， 基于内容维度而发展起来的微博在关系维度上的发展也不可忽

视。 而与此同时， 基于关系维度而发展起来的微信在内容维度上的发展也不可小觑。 随着微博、 微信

等移动互联网社会化新媒体微传播方式的诞生和发展， 社会关系网的大量关系正在不断向移动互联微

传播平台迁移。 在这个过程之中， 微传播的内容传播凝聚了大量的社会关系， 而这些凝聚在虚拟平台

的关系接受信息的同时， 也在产生大量的微内容， 同时这种基于关系而形成的微内容也在某种程度上

强化了原有的虚拟关系。 因此笔者认为， 在微传播进程中， 微博这种建构在内容偏向基础上的关系偏

向叠加现象， 以及微信这种建构在关系偏向基础上的内容偏向叠加现象， 都说明在微传播过程中， 已

经没有纯粹的微内容传播， 也没有纯粹的微关系传播， 内容偏向和关系偏向的叠加融合在移动互联网

社会化微传播中已经成为常态。

五、 微治理： 微传播在传播赋权和传播治理语境下所面临的新问题

移动互联网给予各类传播主体以新的传播赋权， 在此背景之下， 微博、 微信等微传播方式成为人际

交往在新媒体传播世界的一次新延伸。 这一次延伸形成了新媒体社会化传播的新格局。 新格局的形成

带来了新问题， 即微信、 微博等微传播领域在传播专业性、 传播伦理性等方面的不足所带来的传播风

险和伦理风险， 与此同时也会产生对于微传播领域的监管风险。 互联网治理的本义是对互联网传播领

域进行基于开放性、 协商性、 公共性的治理。 不管是固定互联网传播阶段还是移动互联网传播阶段，
互联网治理的本义都不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对于微传播监管者而言， 在移动互

联网社会化传播环境中， 微传播监管应该管什么， 怎么管， 最后管成什么样？ 这些都是微传播所带来

的新问题。 当然， 微传播平台运营者对微内容的管理也非常敏感， 他们也在通过多种方式对微传播主

体加以引导， 对于微传播内容给予关注， 从而避免微传播平台的内容维度给整个传播平台带来重大的

运营风险。 再有， 基于微传播平台所新衍生的各种问题以及当代社会固有问题在微传播平台上的投射

都应该引起监管者、 运营者和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并为微传播治理提出具有针对性及可行的治理方案。
麦克卢汉认为： 我们塑造了工具， 此后工具又塑造了我们。［１］（４） 在互联网传播世界， 微博、 微信等

新型微传播方式诞生之后， 其强劲的传播塑造功能日渐显现。 从媒介融合的视角来看， 微博、 微信等

微传播方式本身是固定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大众传播和自媒体传播相互融合的一种典型的新媒体形

态， 其在传播层面和产业层面仍在进行着新的结构性建构。 在微传播条件下， 新媒体技术的生命力、
新媒体传播的生命力如何形成和体现？ 微博、 微信等微传播方式将为以媒介融合和产业融合为基础的

新媒体产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新媒体领域的融合将发生哪些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新变化和新趋势？
这些都是值得微传播研究者思考的问题。 我国新媒体微传播的发展历程正在不断提出这些问题， 同时

也正在不断地推动新媒体研究者和从业者在微传播发展历程中依照新媒体的传播逻辑去寻求新媒体传

播学新问题的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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